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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 1960—1990 年代的美国中国学领域，利皮特等马克思主义学者，马若孟、罗斯基等新自由主义

学者，和以黄宗智为代表的实体主义学者围绕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展开激烈的学术争论，形成了一大批重要而

又彼此针锋相对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 Modern China 和 Ｒepublican China 等重要学术期刊上的专题讨论，引起

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由于这些论著是被独立分散译介到国内的，在不熟悉相关论争背景的情况下，读者很

难了解论著产生的语境、暗含信息和作者的真实意图。本文以其中两次主要的学术争论为切入点，试图就三

大学派学者的主要观点和分歧做一个较全面的探讨，以揭示出相关著作学术观点和政策主张背后的思想

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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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960—1970 年代的反越战风潮引发了美国

人文社会科学界对其传统价值体系和研究范式的

怀疑与反思，也促使之前因受麦卡锡主义冲击而

陷入低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得以复苏。在此影响

下，美国中国史学界的主流学者逐渐从极端反共

意识形态向中间立场转变，青年历史学者则在

1968 年组建“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质疑其老师

一代的种族主义、文化偏见和殖民主义价值观; 经

济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在 1968 年建立起与

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抗衡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联

盟”，推动新马克思主义关于垄断资本、经济剩

余、中心依附等研究的发展; 由此产生了一大批运

用马克思主义范式研究近代中国革命和使用世界

体系框架阐释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著作。与

此同时，作为美国经济学界主流研究范式的新古

典经济学也在向新自由主义转变，秉持新自由主

义范式的学者从殖民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视角

出发完成了一系列关于近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

认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技

术、资金和资本主义，在市场体系的作用下，促进

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别成为美国经济学界

和历史学界的主流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则在两

大领域均遭遇边缘化，部分左翼经济史学者因而

采取新的实体主义研究视角，从批判形式主义、关
注理论与实践互动关系的角度形成了对新自由主

义的另一种批评。
上述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实体主义三

大思想流派大大推进了 20 世纪后半期美国的中

国学研究，特别是在近代中国农村经济领域形

成了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而又彼此观点针锋相

对的研 究 成 果，利 皮 特 ( Victor Lippit ) 、里 斯 金

( Carl Ｒiskin) 等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隐性剩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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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阐述近代中国土地改革的重要意义，而马若

孟( Ｒamon Myers ) 、罗 斯 基 ( Thomas Ｒawski ) 等

新自由主义学者强调近代国际市场推动了中国

农村经济的显著增长，黄宗智( Philip Huang) 等实

体主义学者则从近代华北和长三角地区的小农

经济中提出内卷化理论。三派学者之间发生过多

次学术论争，Modern China 和 Ｒepublican China 两

大学术期刊还分别于 1978 年和 1993 年辟出专

号，邀请不同流派的学者互相评论，引起了学术

界的广泛重视。由于其重要的学术影响，上述论

著大多已经被译成中文出版，但由于译介是独立

分散进行的，往往不能充分展现其所属学派的思

想观点和彼此间的逻辑关系，中文读者很容易产

生雾里看花、隔岸观景之感，执着于作者预设的研

究框架或特定的概念，难以全面了解论著的学术

语境、理论范式隐含的沉默信息和作者的真实意

图。因此，本文集中以两次学术争论为对象，试图

就三大学派学者的主要观点和彼此之间的主要分

歧做一个较全面的探讨，以便学者深入理解这些

学术观点及其暗含政策主张之间竞争冲突的思想

渊源。

二、1960—1970 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与新

自由主义学者的论争

1．两派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农村经济主要观点

的展开

美国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学者对近代中

国农村的研究分别与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农

村派”与“卜凯学派”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前者

更多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视角关注农村土地

和财产的分配问题，后者则主要从生产力特别是

生产函数的角度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①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在西奥多·舒尔茨和米尔顿·弗里

德曼等学者的推动下，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

学成为美国农业经济领域的主流研究范式，并充

分体现在珀金斯( Dwight Perkins) 、马若孟和伊懋

可( Mark Elvin) 等对中国农村经济史的研究中。
Perkins( 1969) ［1］运用新古典理论构建了 1368—
1968 年中国农业的长期生产函数，认为农业总产

量的提升主要源于土地和劳动力生产要素的增

加，农村市场也提高了人均农业收入，而土地改革

和合作化等制度性因素则属于中性甚至对农民的

激励有负面影响; 近代中国停滞的农业技术已无

法适应人口持续增长的需要，只有依靠现代资本

投资和农机、水利、化肥技术才能得以继续发展。
Myers( 1969) ［2］认为过去的研究高估了近代中国

农村土地所有权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国民政府全

国土地委员会和满铁调查等史料均表明，近代中

国的地权分配差距并不严重，也没有出现扩大化

的趋势。Myers( 1970) ［3］对近代河北和山东的研

究则发展了西奥多·舒尔茨“一个便士的资本主

义”思想，认为中国农民是精于算计和能够高效

配置要素资源以实现收入最大化的理性小农; 正

是由于具有高度竞争性的近代市场的推动，华北

农民在没有降低生活水平的条件下养育了持续增

长的人口，还为不断扩大的城市工业提供了劳动

力和原材料; 农民的收入和财富取决于其决策和

投入能力而非阶级关系，近代中国农业停滞的原

因主要是缺乏从外部引入农业新技术的渠道和战

争的破坏。Myers ＆ Ulie( 1972) ［4］认为近代的辽

东半岛和台湾，农村社会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并

没有阻碍农业变革，由于市场的完善和交易的便

利，商业化和经济作物种植迅速发展，特别是在国

际市场的推动下，条约口岸辐射带动周边农村取

得 了 比 其 他 地 区 更 快 的 经 济 增 长。 Elvin
( 1973) ［5］同样主张中国小农是追求最合理配置

资源的经营者，家庭式生产组织应该保留而不是

通过革命进行改造; 他认为人口的增长将中国传

统农业推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在养活更多人

口的同时，也降低了劳动力的价格，抑制了资本要

素投资和新式技术变迁，使中国陷入边际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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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陈翰笙领导的中国农村派与以卜凯为中心

的新古典经济学者之间的学术论争及其对美国学界的影

响，可参阅钱俊瑞:《评卜凯教授所著〈中国农场经济〉》，

《中国农村》1934 年创刊号、第 2 期; 陈意新:《美国学者对

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 年

第 1 期; 张丽: 《“非平衡化与不平衡”: 中国近代农村经

济》，《南开经济研究》2006 年第 6 期; 赵晓阳:《解决农村

经济问题的路径差异与思想根源: 陈翰笙和卜凯经济思

想比较研究》，《经济学动态》2014 年第 1 期。



生产率递减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直到近代才通

过外力而得以摆脱。
与新自由主义学者强调市场和技术相反，利

皮特、里斯金和戴瑞福( Ｒalph Thaxton) 等采取马

克思主义范式的经济史学者则从阶级的视角对土

地改革给予很高评价。Lippit( 1974) ［6］从保罗·
巴兰的潜在剩余理论出发，认为中国传统精英阶

级从农民那里榨取了大量潜在剩余，却将其用于

奢侈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正是这种阶级关

系阻碍了农业发展; 他估算出地主阶层获取的地

租、雇农生产利润和高利贷利息分别相当于 1933
年中国国内生产净值的约 10．7%、3．4%和 2．8%，

再加上约 2．1%的农业税，总潜在剩余约占国内生

产净值的 19%;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改变

了传统阶级关系，将这些潜在剩余的一部分重新

分配给穷人以提高其生活水平，另一部分则由新

政权转化成农业税和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

作为 生 产 性 投 资 ( 约 占 1952 年 全 国 总 投 资 的

35%) 推 动 了 新 中 国 的 工 业 化 发 展。Ｒiskin
( 1975) ［7］进一步从消费角度对利皮特的潜在剩

余估算进行补充，指出利皮特的估算遗漏了军队

和盗匪的掠夺、各地的附加税、农村就业和土地利

用不充分导致的产量损失等，其中前两项因缺乏

资料而难以估算，第三项大约相当于中国国内生

产净值的 5．5%; 此外，非农业部门潜在剩余约占

12．3%，加上利皮特估算的部分，总的潜在剩余大

约相当于 1933 年中国国内生产净值的 36． 8%。
Thaxton( 1975、1977 ) ［8］［9］也从阶级分析和反殖

民主义的视角，指出传统中国地主与农民的阶级

分化仍受到道义伦理和社会保障的约束，农民尚

能保持最低生活水平，但帝国主义入侵和农村商

品化程度加剧导致地主与佃农之间的传统道义关

系日趋瓦解，地主为追求利润而加强对农民的剥

削，农民也因从事商品化生产而饱受市场波动之

苦，阶级分化日益严重; 近代中央政府又因财政危

机而更加竭泽而渔，加剧了乡村凋敝和地主农民

之间紧张关系的极化与对立，农民的阶级意识和

斗争意识日益觉醒，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作为

近代农民运动的顶点，通过推翻地主、夺取基层政

权，重新保障了农民的基本生活水平。

马若孟随即对上述马克思主义范式的研究提

出批评。Myers ( 1976 ) ［10］对东北伪满地区的研

究认为没有出现社会两极分化和地权集中，部分

地区地权分配不平衡主要是贫困农民大规模迁入

而不是帝国主义和商品经济的结果; 他还强调，在

正式合同和非正式规则的共同作用下，近代中国

农村市场结构是高度竞争的，农户家庭能够有效

地进行交易和配置资源，经济机会也不断增加，随

着村庄建立的时间越长，地主的比例越低，自耕农

的比例则越高。Myers( 1977) ［11］更严厉批评 Lip-
pit( 1974) ，认为: 首先，在近代中国农户拥有私有

产权和竞争性市场的情况下，根据新古典经济学

的分配理论，要素收入将耗尽产品的价值，不会有

以财产性收入形式存在的非生产性剩余; 其次，中

国农户有很高的储蓄和投资倾向，在有稳定政府

和贸易机会时，他们会增加生产性投资而不会将

其储蓄全部用于奢侈性消费; 再次，土地改革的财

政贡献可能被高估了，因为城市税收和纸币发行

在当时的资本形成和融资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后，土地改革的成本特别是机会成本，包括土改

造成的人口死亡和对农民积极性的不利影响，应

该从财政收益中予以扣除。Myers ( 1980 ) ［12］也

批评戴瑞福的研究，认为明清以来的中国农村经

济已经高度商业化，地主与农民之间是纯粹的商

业性契约关系而不是道义荫护关系，即使存在某

种东佃之间的世代交情，也并不普遍，更不会影响

契约的效力; 同时，近代地主对佃农剥削加重只是

一些零星的特例，地租上涨主要源于农民之间的

竞争，不能说明租佃关系的恶化; 阻碍中国近代农

村发展的主要是缺乏现代化的管理，尤其是缺乏

技术，而不是土地分配不平等。
2．在 1978 年 Modern China 上及后续的论争

随着两派学者论著的不断发表和观点的逐渐

展开，学 术 界 对 这 一 争 论 的 关 注 也 与 日 俱 增。
《近代中国》( Modern China) 1978 年第 1 期刊载

了本·斯塔维斯 ( Ben Stavi) 和埃德温·摩伊斯

( Edwin Moise) 对 Lippit( 1974) 有关土改问题的评

论; 随后又在第 3 期邀请利皮特、伊懋可、费维恺

( Albert Feuerwerker ) 、弗 兰 克 ( Andre Gunder
Frank) 、格里芬( Keith Griffin) 和里斯金进行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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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专题讨论。①

在这次讨论中，利皮特［13］首先提出，中国在

宋代可能还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但到 20 世纪

上半叶时已经具备了不发达国家的所有特征。他

将 学 界 对 这 一 现 象 的 各 种 解 释 归 纳 为 费 正 清

( John Fairbank) 等的“传统均衡”论、讷克斯( Ｒag-
nar Nurkse) 的贫困的恶性循环论、弗兰克等的世

界体系论、李维( Marion Levy) 和何炳棣等的传统

社会制度与文化论、伊懋可的高水平均衡陷阱论

和白乐日 ( Etienne Balazs) 的官僚主义论六种理

论，并逐一评论其问题，同时援引里斯金［7］和张

仲礼关于中国绅士收入的研究印证自己的潜在剩

余估算，强调作为传统精英阶层的士绅通过租佃

土地、放贷、商业活动和担任官职来榨取经济剩

余，日益脱离工农业生产，成为食利者阶级，抑制

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土改的重要意义就在于

重新配置这些潜在剩余，将其用于提高贫农生活

水平和生产性积累。
伊懋可和费维恺对利皮特的观点持明确的反

对意见。伊懋可［14］认为利皮特潜在剩余理论的

隐含前提是租金、税收等剥削降低了农民的收入，

却不会促使他们投入更长劳动时间来弥补这些损

失; 但恰亚诺夫的自我剥削理论则认为，典型的农

民会延长劳动时间以增加产出，直到达到某种平

衡，在这种情况下，剥削的压力可以创造出更多的

产出。费维恺［15］则批评利皮特对中国的真实历

史进程缺乏了解，他所评论的六种理论其实均有

部分合理之处，一些曾经促进过古代经济增长的

因素很可能在近代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中国经

济史研究的真正意义不仅是贴上各种阻碍经济发

展原因的标签，更应该尽可能真实地阐释缓慢变

化中的各种制度和复杂进程; 在近代中国，农村剩

余并没有全部用于奢侈消费，地主购买土地和放

贷最终还是会将这些收入再循环给农民，士绅阶

层也不是单纯的食利者，很多都转变成了新式企

业家、商人和银行家，土改后的农业生产率仍然停

滞不前，最终是制度变革与先进技术投入的共同

作用才解决了中国的农业问题; 用近代西方国家

的人均生产总值指标来界定中国的“不发达”也

是不恰当的，与其站在西方的立场评论近代中国

“不发达”，不如去探讨西方和日本近代得以“发

达”的原因。
弗兰克［16］则高度赞同利皮特关于只有社会

主义革命才能使中国摆脱不发达状态的主张，以

及他对那些“与其说是解释性的，不如说是含混

晦涩的”各家理论的批评，并指责那些理论是出

于政治动机而从右翼立场出发的意识形态攻击;

但弗兰克认为利皮特的理论更适合解释中国在

19 世纪之前而不是近代的不发达问题，阻碍中国

近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对帝国主义的依附

性; 外部关系和内部条件同样重要，任何对近代中

国和世界历史关系的充分分析都必须被同时置于

单一时空内和各自历史进程之中。格里芬［17］同

样赞同利皮特关于潜在剩余的阐述和对其他各家

理论的批评，但他认为近代中国的不发达是内外

部力量相互、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发生变化的是

世界而不是中国，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领先变成

不发达的原因，而决定外部冲击是积极还是消极

的则是国内的政治经济应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进

程正体现了这一点。里斯金［18］在总结中指出，

伊懋可的批评很难成立，当剥削减少时，产出并不

会出现下降，“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也并不直接

排斥潜在剩余概念; 费维恺关于农业剩余和利皮

特理解过于简化的批评是正确的，但这也不能否

定潜在剩余的存在，近代资产阶级虽然很多都源

于传统士绅，但他们仍然是软弱和依附性的，因而

没有能力给中国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土地改革对

农业产出的短期影响或许并不完全是正面的，但

在长期显然为技术转型政策奠定了基础; 格里芬

对内 外 部 因 素 的 综 合 更 为 合 理，正 如 Moulder
( 1977) ［19］所指出的，近代中国的努力之所以没

能像日本那样成功，主要是因为西方列强的干扰。
对于 这 次 专 题 讨 论，利 皮 特［20］ 在 Modern

China1980 年第 1 期再次进行回应，他接受弗兰

克和格里芬关于外部因素重要性的观点，但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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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次专题讨论的内容除在 Modern China1978 年

第 3 期发表外，还由该期刊主编黄宗智组织出版了单行

本: Philip Huang ( eds．)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
ment in China: A Symposium，White Plains，N．Y．: M． E．
Sharpe，1980。



近代中国不发达发展的首要原因还是国内的阶级

结构和潜在剩余问题，因为这发生在帝国主义殖

民之前并影响了近代内外因素互动的结果; 他也

接受费维恺和弗兰克对其缺乏历史动态分析的批

评，坦承自己只是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运用比较静

态的方法，希望为阐明这些动态过程提供一个有

用的框架。马若孟［21］随后再次对利皮特提出批

评，指责其“提出了错误的问题，使用了错误的分

析”; 他认为宋代以后的中国并不是停滞不前的，

在人口、生活水平和城市化发展的同时，建立了新

的土地私有产权制度和复杂的市场与货币体系;

而近代中国的经济停滞则是政府崩溃和战争频仍

的结果，阶级分析与此既不相关也毫无意义; 应该

从政府如何将资源分配给私人经济组织，私人组

织如何参与交易、在要素市场交换资源并扩大生

产，以及私人组织如何选择和使用技术的角度来

解释近代中国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此 后，周 锡 瑞 ( Joseph Esherick ) 、邵 然 蒂

( Ｒandy Stross) 、艾琳达 ( Linda Arrigo) 和曾小萍

( Madeleine Zelin) 等学者又对利皮特与马若孟争

论的基础———近代中国地权分配问题进行了一系

列 深 入 研 究。Esherick ( 1981 ) ［22］ 指 出 Myers
( 1969) 忽视了土地委员会调查的缺陷，只计算有

地农户，而忽视了无地农户和不在地主以及官有、
公有土地，因此严重低估了近代中国土地分配的

不平等程度。Stross( 1985) ［23］则批评珀金斯和马

若孟等引用的卜凯调查资料存在很多问题，其中

很多数字都不是逐户调查所得，而只是粗略的估

计，很多调查对象的选择也是由于调查员的家距

此较近，而并不是因为这样抽样具有代表性，对五

台山七里沟和盐山吴家阁的两项调查，分别只抽

选了 150 户中的 11 户和 84 户中的 2 户，完全没

有代表性。Arrigo ( 1986) ［24］还运用马克思的工

资理论，提出土地生产力和田场利润决定租佃形

式的命题，并在修正卜凯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重新

计算地权分配情况，得出了比周锡瑞估计更高的

地权分配不平等结论。Zelin( 1986) ［25］对清代中

期巴县的研究也表明人口压力削弱了巴县地区佃

农的议价能力，契约文书中的巴县地主在地租剥

削方面是非常残酷的，体现了中国农村日常的阶

级对抗和贫困的恶性循环。

三、1980—1990 年代实体主义学者与新自

由主义学者的论争

1．两派学者围绕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主要观点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

主义分别成为美国经济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主流研

究范式，马克思主义思潮则在两大学科均遭遇了

边缘化。后现代主义虽然有反对权威、去中心和

反殖民等左翼批判性主张，但和新自由主义一样

强调主体性、个人主义和反对政府对个体的约束，

因而与新自由主义形成了一种相互尊重的共生局

面。同时，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日益表现

出偏重理论的决定性作用而轻视经验性实证研究

的形式主义化趋势，针对于此，以黄宗智系列研究

为代表的实体主义方法日益成为部分左翼学者的

新研究取向。① 他们继承波拉尼等古典政治经济

学历史学派的思想传统，强调经济现象必须被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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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早在上一轮论争过程中，黄宗智就指出利皮特的

地主—佃农两分法相对于真实历史中的租佃制度太过于

简单化，而卜凯、马若孟和伊懋可更是按照西方标准来界

定中国的小农，完全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假设出发把中

国农村描述成个体所有制、机会均等且竞争激烈的自由

市场，在这种研究之初就已经高度形式主义化乃至意识

形态化的情况下，“如果人们确实更喜欢霍雷肖·阿尔杰

( 穷孩子通过勤奋诚实获得成功) 的故事而不是阶级革命

的暴力，那么旨在实现平等分配财产的革命就只能是毫

无意义的”( Philip Huang，“Analyzing the Twentieth－Centu-
ry Chinese Countryside Ｒevolutionaries Versus Western
Scholarship”，Modern China，Vol． 1，No． 2，1975，pp． 132 －
160) 。前述费维恺和弗兰克对利皮特的评论中也表达过

类似反对形式主义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被

置于世界史的时空背景下进行动态研究，研究的关键不

在于抽象的理论标签，而是对缓慢变化中的各种制度和

复杂进程的阐释。此后，黄宗智还曾进一步指出，经济史

学界长期以来的形式主义化研究构建起了各种理论范

式，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却揭示出一系列与这些范式相悖

的现象，从而导致了对理论的怀疑和范式危机; 而实体主

义的微观社会研究和地方性研究则有助于摆脱理论范式

的束 缚，进 而 从 悖 论 中 构 建 起 新 的 研 究 框 架 ( Philip
Huang，“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 Para-
dox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Modern China，Vol．
17，No．3，1991，pp．299－341) 。



于具体历史和制度文化的情境中进行考察，重视

历史特殊性和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 同时借鉴吉

尔茨、斯科特等后现代主义学者关于相对主义、地
方性知识和农民反抗实践与底层意识关系的研

究，以及恰亚诺夫的劳动—消费均衡、家庭生命周

期和小农自我剥削理论，从实践出发，关注实践与

理论、实践与表达、实践与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

对形式主义化的新自由主义研究展开批评，指出

农民并不是“理性小农”，经常会因生计所迫而采

取非理性的决策和违反利润最大化的抉择，市场

化也并不总能推动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
实体主义学者在近代中国农村领域最有代表

性的成果是黄宗智( Huang，1985、1990) ［26］［27］关

于华北和长三角农村经济的两项研究以及由此提

出的“内卷化”理论。虽然与 Myers ( 1970) ［3］一

样使用了满铁资料，黄宗智却发现近代中国农村

市场远未达到马若孟等认为的完全竞争水平，市

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也不是理性的资本家行为，

而是人口膨胀带来的生存压力; 小农家庭无法解

雇家庭成员，因此在缺乏就业出路的情况下只好

承受比雇佣式农场更低的报酬，这一“内卷化”过

程虽然能带来农业总产量的增加，但却是以劳动

力边际报酬递减甚至低于维生费水平为代价的;

近代帝国主义入侵虽然加速了中国的商品化，但

并没有带来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只是加剧了

内卷化的 进 程。夏 明 德 ( Lynda Bell ) 和 武 凯 芝

( Kathy Walker) 关于无锡和南通妇女的研究也得

出类似结论。Bell( 1985、1994) ［28］［29］发现，近代

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并未使无锡农村实现经济地位

的提升，那些改稻为桑、改棉养蚕的农户只是在开

始时一度受益，之后就日益依附于国际市场，被迫

承受整体劳动强度的增加和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

的下降，在大萧条时期更陷入破产的境地; 无锡乡

村妇女日益卷入蚕桑业劳动本质是人口增长、家
庭生 存 压 力 加 大 导 致 的 自 我 剥 削。Walker
( 1993) ［30］认为近代市场网络虽然改变了南通地

区传统的男耕女织家内性别分工模式，但同时赋

予了城市工商业精英垄断剥削农民的新方式，农

民进一步被边缘化，无论是男女一起从事织布和

稻作，还是男子从事工资性工作而女性兼做耕种

和编织，都是迫于生计而接受更繁重工作的体现，

并没有提高收入水平和妇女地位。①

与之相对应的，新自由主义学者罗斯基和布

兰特( Loren Brandt) 则延续了马若孟等的观点。
Ｒawski( 1989) ［31］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经济

的定量研究认为，在国际贸易带来国外商品与技

术的促进下，基于私有产权和竞争性市场的作用，

中国工农业均取得了可以与同时期日本相媲美的

人均产出持续增长;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以家庭经

营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带动

了农业生产率和农民实际工资水平的显著增长。
Brandt( 1987) ［32］批评 Huang( 1985) ［26］对满铁调

查的使用并不充分，而结合卜凯调查则可以看到

中国农村市场是自由竞争且高效率的，农户可以

通过市场有效弥补其要素禀赋的不平衡; 近代中

国农村的商品化促进了农业产出的提高，也有助

于平滑地权分配不平衡对农村收入分配的影响。
Brandt( 1989) ［33］进一步提出，随着产品和要素市

场的扩大以及农产品贸易条件的改善，近代中国

中、东部地区农业产出实现了人口 2 倍以上的增

速，而且在增长的同时并没有造成更大的不平等。
Brandt ＆ Sands( 1990) ［34］还认为，近代国际贸易

不仅提高了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创造非农

就业机会，产生了与技术变革相同的影响，也没有

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 如果说有什么阻碍近代中

国农村发展的原因，那就是参与国际贸易和商业

化的程度还不够深。
2．在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和 1993 年 Ｒepublican

China 上的论争

1991—1992 年，美 国 亚 洲 研 究 协 会 在 会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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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外，卢汉超关于明清松江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受

到农业基础严重制约的研究，以及潘敏德关于蚕桑业投

入量和风险高于水稻种植的估算，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为

内卷化理论提供了支持，详见 Hanchao Lu，“Arrested De-
velopment: Cotton and Cotton Markets in Shanghai，1350 －
1843”，Modern China，Vol． 18． No． 4，1992，pp． 468 － 499;

Ming－te Pan，“Ｒural Credit in Ming－Qing Jiangnan and the
Concept of Peasant Petty Commodity Production”，The Jour-
nal of Asian Studies，Vol．55，No．1，1996，pp．94－117。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上连续刊载了马若孟、
黄宗智和王国斌对上述两派学者著作的评论。马

若孟［35］明确支持罗斯基关于近代中国国民生产

总值增长率和布兰特关于中东部农业产出与劳动

收入的估算，认为国际市场给 19 世纪 70 年代以

后的中国带来了一次“商业革命”，拉动了从沿海

到内地的高速经济增长; 同时对黄宗智关于市场

不够竞争和内卷化的观点提出质疑，强调近代中

国市场结构具有高度竞争性，私营农户的理性决

策带来了实际收入的显著提高。黄宗智［36］随即

反驳马若孟对自己著作的评论充满误解和歪曲，

混淆了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和总产出之间的差

异，也没有意识到商业化并不总是由资本主义企

业驱动的，还可能是人口压力的结果，批评马若孟

等新自由主义学者所论述的斯密型发展模式只是

一种意识形态的假说，在近代中国农村并没有发

生过。王国斌［37］指出罗斯基和布兰特对近代中

国经济增长的很多乐观估算都过于形式化，如

Ｒawski( 1989) ［31］认为传统生产部门工资和现代

部门工资会同步增长而无视新式产业对传统产业

的替代，Brandt( 1989) ［33］认为农村非农业人口会

按照城镇人口同比例增长从而高估农业产出等，

完全依赖新自由主义假设而严重缺乏史料支撑，

是不切实际的; 但 Huang( 1990) ［27］研究的长三角

地区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遭受过重大人口损失，

此后很长时间内都未能恢复，以人口压力来解释

该地区商业化的主要动因也是不充分的; 更重要

的是，王国斌还认为马若孟和黄宗智对近代市场

及其作用的理解都存在偏差，新自由主义理论模

型中的市场形态在 18 世纪的欧洲和中国都不存

在，欧洲早期的市场甚至还不如中国自由，既不应

该像马若孟那样假想近代中国存在和欧洲一样的

“商业革命”，也不应像黄宗智那样认为中国的市

场和欧洲有着本质差异，关键在于近代西方经济

增长根本就不源自亚当·斯密式的市场作用，而

是采用新技术和化石能源等因素的结果。
随着论争的深入，亚洲研究协会在 1992 年 4

月的年会上又组织李丹 ( Daniel Little ) 、高 鹏 程

( Thomas Gottschang) 、维恩斯 ( Thomas Wiens) 、王

国斌、贺康玲( Kathleen Hartford) 、罗斯高( Scott Ｒo-

zelle) 、罗斯基和黄宗智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发言

内容在 Ｒepublican China1993 年第 1 期发表。
在这次讨论中，李丹［38］认为，Brandt( 1989) ［33］

关于城市化对粮食需求带动农村粮食作物商品

化、农民实际工资上涨和收入差距缩小等论点虽

然具有启发性，但缺乏史料支撑; ①他进一步指

出，罗斯基等新自由主义学者强调 1880 年代以后

的中国已经进入近代化发展进程，其意识形态层

面的目的就在于提出一个反事实的历史假说———
如果清末新政得以继续，如果辛亥革命能建立有

效政府，如果日本没有发动侵华战争，如果中国没

有发生国共内战，那么中国已经成为现代化国家，

中国农村的发展作为商业化和高效市场的产物，

并不是土地改革和农民革命的结果。高鹏程［39］

指出，Brandt( 1989) ［33］所征引每组数据覆盖的部

门和区域都极为有限，而最为核心的农民工资数

据完全依赖卜凯调查中村民的回忆，缺乏代表性

和可靠性; 更糟糕的是，基于近代要素市场能够高

效到令全国价格趋同这一不切实际的假设，布兰

特用天津地区的物价指数平减全国各地的名义工

资来获得实际工资，罗斯基用华北煤矿工人工资

来代替雇农工资，都很不切实际; 他也指出，20 世

纪 30 年代的农民收入下降不应完全被归为内卷

化，还要考虑经济活动中断和经济周期等因素。
维恩斯［40］赞同黄宗智关于商业化不应被等同于

经济发展和福利状况改善的观点，批评罗斯基舍

弃卜凯调查中的全国加权物价指数，而用江苏武

进县物价指数平减全国雇农名义工资数，采用异

常高的上海纺织厂女工工资序列而无视其他地区

和行业较低的工资数据，以及布兰特用全国贸易

条件代替农民的贸易条件，显然都是有意识地挑

选数据，以支持其近代中国农民收入上升的观点，

而如果我们采取那些被他们故意舍弃的数据，就

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贺康玲［41］注意到罗斯基和布兰特等新自由

主义学者将中国农民译为 Farmer，作为一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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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李丹对布兰特估算数据问题更详细的批评，

可参阅李丹:《理解农民中国》，张天虹等译，江苏人民出

版社 2009 年版，第 230－239 页。



导向、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中性职业; 而黄宗智则使

用 Peasant 的译法，强调小农的身份和阶级属性，

这两者的差异类似于之前波普金“理性农民”和

斯科特“生存小农”或“道义小农”的论争，而这种

研究范式的预设也深刻影响了他们各自对史料的

分析和解读; 她本人更强调史料中常有市场不公

平和缺乏效率的记载，不能简单根据理论假说推

定近代中国的市场是开放和竞争的，同时也应重

视社区和国家政府对市场发展的重要影响。罗斯

高［42］则从增长引擎、广泛提高福利的一体化机

制以及提供新制度、新技术和整合要素资源的政

府等方面对现代经济发展的要素进行了归纳，指

出没有史料表明 20 世纪初的中国具备这些方面

的条件，因此很难想象近代中国农村能够实现高

速发展; 而且，即使在拥有先进技术和良好基础设

施的当代中国，沿海和内地省份在经济发展和收

入分配上仍存在显著差异; 在落后的民国时期，我

们更不能用少数个案来代表中国的总体趋势。
罗斯基在回应［43］中指出，如果抛开概念的

差异，就会发现新古典经济学的“追求利润最大

化”与实体主义的“生存经济”之间并不存在矛

盾，内卷化问题的本质就是劳动力边际产量的下

降; 对于高鹏程的批评，罗斯基认为中国农村劳动

力市场可以迅速有效地进行调整，促使雇农迁移

来熨平地区间工资差异，而卜凯调查的农民记忆

工资数据虽然可能存在误差，但不应该有系统性

的偏差，因而可以反映真实的变动趋势; 对于维恩

斯的批评，罗斯基则辩解其雇农工资数据在另一

个模型中也可以支持人均农业产量停滞甚至下降

的结论，而其他城市纺织工人和华北煤矿工人的

工资也是上涨的。黄宗智的回应［44］明确批评罗

斯基和布兰特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高速增长的估

计过于夸张且完全缺乏依据; 他认同现有史料还

存在很多不足，考虑到中国地区的多样性，从实体

主义视角采取民族志等方法，有助于将微观史料

和宏观数据联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 他还明确提

出，新自由主义关于不受约束的市场的理论虽然

在 1929 年大萧条之后有所弱化，但随着里根—布

什政府上台，以及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又得以卷

土重来，所以采取从经验到理论、再回到经验的实

体主义方法，从内卷化等悖论出发对新自由主义

范式进行分析，远胜于那种一切从理论假设开始、
依靠编造数字来迎合理论的陈腐的意识形态化的

说教。
值得注意的是，王国斌的评论［45］延续了他

之前的视角［37］，认为黄宗智和罗斯基对市场作

用的理解都存在偏差。他将经济增长分为市场与

劳动分工驱动( 斯密型) 、投资驱动、技术进步驱

动和组织革新驱动四种类型，认为罗斯基和布兰

特夸大了第一种模式的作用，误以为斯密型动力

会自动为其他类型的增长铺平道路; 而黄宗智在

强调近代中国市场与新自由主义模型相去甚远的

同时，误以为近代欧洲的市场是符合新自由主义

假设的，然而近代欧洲的高速经济增长并非源于

市场动力，而是技术、组织和投资驱动的结果。这

一新观点的提出在此后又引发了黄宗智与彭慕兰

等学者围绕近代早期中国和欧洲经济增长模式异

同的另一场论争。①

四、结语

正如 Huang( 1985) ［26］所指出的，近代中国小

农具有三种不同的面貌: 既是直接为自家消费而

生产的单位，又是追求利润的单位，还是一个阶级

社会和政权体系下的成员，这分别对应着实体主

义、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不同研究范式。
每种范式和视角都可以成为便利研究的工具，帮

助学者构建起研究框架; 尤其是借助于多元竞争

范式的视角，我们还可以从悖论中寻求突破，打破

理论的束缚，推进研究的发展，探索近代中国农村

经济的全貌。
范式本身的局限性也可能会限制我们的视

野，甚至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正如前述贺康玲

所指出的，将农民译为 Farmer 还是 Peasant 不仅

是文字的差异，而且会通过这种范式预设影响到

学者对史料的分析解读，进而指向不同的结论和

政策主张，采取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利皮特等学者

·151·

① 关于围绕“斯密型增长”讨论的具体内容，可参

阅关永强、张东刚: 《“斯密型增长”———基于近代中国乡

村工业的再评析》，《历史研究》2017 年第 2 期。



高度评价土地改革和国家调控的政治经济学意

义; 马若孟、罗斯基和布兰特等新自由主义者反对

土地改革，倡导回到小农经营，依靠私有产权和市

场交换推动经济增长; 黄宗智的实体主义研究则

为苏南模式和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这

些主张在当时都具有极为深刻的时代与政策内

涵。只有从范式竞争的视角来看待这些论争，将

其置于美国思潮演变的历史背景下，才能深入理

解这些作者在书中或明示，或暗含的各种信息，进

而分析其学术价值和存在的不足，推进我们关于

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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